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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吉林省调研的农民创新活动影响因素分析
彭建娟,王凯男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长春，130025）
 [摘要] 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创新可使农民有尊严地增加收入，拉动消费，同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创新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为了解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深度访谈基础上，综合个体创新与农民创新问题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来自吉林省农民的231份调查问卷进行回归分析。主要了解个体特征、环境特征对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影响，从中寻求农村创新体系建设的可行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新实践活动与其打工经历、年龄、家庭年收入、住房等情况呈显著正相关；与其家庭人口数呈现显著负相关；与其受教育程度、政府政策支持及当地企业作用无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见，农民创新还处于自发萌动期，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性建设以利于这一群体的创新实践活动大规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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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farmers'  innovation  activity  based on Jilin rural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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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lusive innovation is a new subject.Due to low incom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ed countr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udy how to promote it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or low-income groups.;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low-income groups innovation capability. Farmers are the majority of BOP  in China now, so farmers’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clusive innovation strategy. Farmers’ innovation can help themselves increase their income with dignity,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novation ,we do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after in-depth interviews ,the data is from 231 farmers’ questionnaire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ion with farmers’ working experience, age, family income, housing, and so on ; farmers' innovation show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family's number; And farmers' innov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ir  education level ,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and local enterprises .Now ,farmers ‘s innovation is still in the spontaneous occurrence period, it needs further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help i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inclusive innovation; farmers innovation; factors; Logistic  analysis  ;questionnaire

1引言
荷兰学者Andre Nijhof（2002）等最早在2002年从社会责任角度明确提出包容性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概念[1]。原有传统创新模式可能导致区域差距加剧（Michael Guth，2005）[2]，包容性创新活动有助于低收入群体(Bop)的减贫。2010年后国际知名管理类期刊陆续刊出包容性创新领域文章。在研究对象上，OECD（2012）[3]认为，包容性创新有两层含义(见图1)，一是面向低收入群体需求展开创新活动，企业通过创新使科技成果更广泛服务于低收入群体，挖掘其内部蕴含的巨大商机。这样，企业可获得经济回报，同时也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缓解和消除了贫困；另一层含义是低收入群体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一含义下，低收入群体不再仅被看作为尚未被开发出来的潜在消费者，而是被看作为生产与创新实践的参与者，低收入群体通过更广泛人群自下而上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创新活动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Emund philphs ,2013)[4]。这一过程需要全方位的政策、机制配合以实现低收入人群的创新(Anil K. Gupta.2012)[5]。包容性创新是个新课题，由于低收入人群分布特征，发达国家更多关注第一层含义研究，即如何促使其跨国公司开展针对低收入群体需求的创新活动等；而发展中国家则应更关注第二层含义研究，即低收入群体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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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包容性创新涵义
就中国而言，农民占低收入人群多数，因此，农民创新是中国包容性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容性创新视角下农村创新体系有待建设，以完善识别农民创新活动阶段性特征，为这一群体提供更有尊严增加收入的机制保障。农民创新行为多表现为个体层面创新，因此我们将区别于目前多数研究将创新锁定于企业层面的现象，将创新落实到个体层面研究其影响因素(Oldham, G. R., & Cummings, A. ,1996; Yuan, F. 2005) [6,7]。另外，由于农民创新行为并不发生于严格的组织体系中，因此以农民个体创新行为特征为契入点结合农村环境特征加以研究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在综合个体创新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农民个体特征及农村环境特征对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包容性创新战略提供可行建议。
2问题提出及问卷设计
农民创新有别于传统经典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创新行为多以个体活动形式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生产活动常常以家庭为单位，但家庭人口的减少及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的内外分工细化使其创新行为多具有个体创新特征；另一方面是以自用为目的的农民创新活动多带有典型的非普适性设计特征，手工实现方式及一站式操作等原因也使得农民创新在目前阶段更多以个体创新形式存在。这样在研究农民创新时我们更多关注个体创新行为研究脉络。Amabile指出，个体创新是指个人在其工作中主动提出的新的想法、新的流程或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8]； Scott & Bruce提出个体创新过程论[9]，认为个体创新有三个阶段: 1.问题的提出与构想或解决方式的产生；2.寻找对构想的资金支持；3.由此产生创新的标准和模式，并使其扩散或生产，完成创新。结合农民创新实践情况，本文从过程论视角出发，抛开创新与创造力的差异，认为农民创新是指农民根据自身能力和现有资源，自发对产品、技术、生产工艺或商业模式进行变革或改进，以寻找并发现机会、产生创新构想，并为实现新构想而努力争取资金，最终产生执行和操作方案的过程。这一活动包括产生新构想来改进生产生活工具的创造性活动、注册企业或进行创业活动等。其最终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发展能力或扩大权利等为目标。
表1.问卷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民创新实践
	农民没有创新实践=0；农民有创新实践=1
	0.54
	0.5

	自变量
	
	
	

	性别
	   女=0；男=1 
	0.79
	0.407

	年龄
	 16～25岁=1；26～35岁=2； 36～40岁=3； 41～45岁=4；46岁以上=5
	2.1
	1.126

	家庭人口
	3人以下=1；3人=2;4人=3人;5人=4；5人以上=5
	2.13
	0.968

	文化程度
	小学=1；初中=2；高中（中专、中技）=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3.14
	1.193

	家庭年收入
	 1万元～3万元=1；3万元～5万元=2;5 万元～10万元=3；10万元以上=4 
	1.91
	0.794

	自有住房
	  无=0；有=1 
	0.9
	0.300

	打工经历
	无=0；有=1
	0.65
	0.477

	政府政策作用 
	作用非常小=1；作用比较小=2；作用一般=3；作用比较大=4；作用非常大=5
	3.61
	0.998

	当地企业作用
	作用非常小=1；作用比较小=2；作用一般=3；作用比较大=4；作用非常大=5
	3.47
	1.016


在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Amabile(1983,1987)[8,10]认为创新能力既来自于个体的“内在成分”，也来自于个体以外的“外在成分”。“内在成分”是个体创新行为最具差异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源特征及收入特征等；“外在成分”是创新行为发生的特有环境，包括劳动和社会环境，创新能力与当地创新环境、创新支撑力度息息相关(Paul R. Lawrence and Davis Dyer,1983) [11]。经典创新重视组织体内创新人员能力培养，在此框架下对个体创新行为的研究多置于组织框架内加以研究，如考虑领导、同事关系等对组织体内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我国农民创新行为是在无实体组织框架内完成的，因此这里将只分析当地政府政策及当地企业对农民创新行为的影响。
这样，在以上理论基础上设计形成调查问卷的框架模型：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影响因素由两部分构成，即农民的个体特征及其创新环境支持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创新者人力资源特征及资金特征等。创新者人力资源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打工经历及文化程度等；资金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及有无自有住房等；创新环境支持包括政府政策及当地企业作用等。
在进行调查问卷正式发放之前，为考察调查问卷的实用性，先行对3项创新活动较成功案例进行访谈，包括可燃物生物介质生产技术、天麻人工种植技术、人参林间种植技术等。访谈对象包括在城市务工农民、在乡务农人群及创业人士等，在此基础上修改了调查问卷中部分问题的具体表述形式。
之后展开调研活动。调研时间为2014年5月～8月及2014年10月 ～11月，调查对象为年满16周岁的吉林省长白、临江、农安、通化、榆树、九台、德惠的农民。调研采取面对面发放问卷方式，调研中得到相关县级发改局、经济局、某农作物生物酶企业等协助，由调查员与被调者面对面填写调查问卷。两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60份，收回问卷26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经过复核，合格问卷231 份，问卷合格率为88.85%。调查样本状况及回收状况情况如表1及表2所示。
表2.回收有效样本分布状况统计
	　
	项目
	样本数
	占比%
	　
	项目
	样本数
	占比%

	性别
	男
	183
	79.2
	文化程度
	小学
	18
	7.8

	
	女
	48
	20.8
	
	初中
	31
	13.4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高中（中专、中技）
	101
	43.7

	年龄
	16-25
	5
	2.2
	
	大专
	27
	11.7

	
	26-35
	49
	21.2
	
	本科
	54
	23.4

	
	36-40
	38
	16.5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41-45
	74
	32
	家庭年收入
	1-3万元
	63
	27.3

	
	46-
	65
	28.1
	
	3-5万元
	95
	41.1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5-10万元
	68
	29.4

	家庭人口
	3人以下
	59
	25.5
	
	10万元以上
	5
	2.2

	
	3人
	108
	46.8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4人
	52
	22.5
	创新实践
	有
	124
	53.7

	
	5人
	0
	0
	
	无
	107
	46.3

	
	5人以上
	12
	5.2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打工经历
	有
	174
	24.7

	住房情况
	有自有
	212
	91.8
	
	无
	57
	75.3

	
	没有自有
	19
	8.2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当地企业带动作用
	作用非常小
	2
	0.01

	政府政策作用
	作用非常小
	7
	0.03
	
	作用比较小
	26
	0.11

	
	作用比较小
	40
	0.17
	
	作用一般
	87
	0.38

	
	作用一般
	93
	0.4
	
	作用比较大
	61
	0.26

	
	作用比较大
	47
	0.2
	
	作用非常大
	55
	0.24

	
	作用非常大
	44
	0.19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有效样本总数
	231
	100
	　
	　
	　
	　


3处理过程及结果分析
3.1处理过程
由于创新实践活动设计为二分类变量，这里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应用logistic二分类回归考察分析农民创新实践活动与其个体特征及创新环境支持特征之间的关系。二元Logistic模型是把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围内，自变量类型一般不做规定。 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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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是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概率, i为被调查农民编号;βj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j为影响因素编号; m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 Xij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α为截距; u为误差项。
3.2处理结果分析
 运用 SPSS13. 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Logistic回归处理。回归处理前对模型的系数进行卡方检验显示可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 Backward LR方法,也就是基于似然估计的向后逐步回归法，即首先把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中 ,然后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在一个或多个 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中 ,将 t值最小的变量剔除 ,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 ,重新进行检验 ,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 t值基本显著为止。这样一共获得5个计量估计结果，对这5个估计模型进行的Hosmer  and  Lemeshow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step5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表示不拒绝 Hosmer  and Lemeshow 零假设，应该接受结果，即拟合方程与真实方程基本没有偏差。。这里将 step1、step3和step5三个模型最终结果列在表 4中以做比对分析，三个模型预测准确值分别达到79.7%、80.5%及78.8%（见表3）。
在所有三个模型中，7个个体特征变量中的5个变量即:家庭年收入、打工经历、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及有无自住房均通过了检验；在step1和step3模型中性别变量也通过检验；在所有三个模型中文化程度变量均没有通过检验。同时，创新环境支持特征的2个变量均未通过检验。结合系数值，具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表3.Logistic回归结果
	　
	STEP1
	STEP3
	STEP5

	 
	系数
	Wald值
	Exp(B)
	系数
	Wald值
	Exp(B)
	系数
	Wald值
	Exp(B)

	创新者人力资源特征

	 年龄 
	-0.929*** 
	27.272 
	0.395 
	-0.932*** 
	27.699 
	0.394 
	-0.939*** 
	32.938 
	0.391 

	 打工经历 
	1.577*** 
	17.470 
	4.839 
	1.555*** 
	17.628 
	4.737 
	1.530*** 
	17.742 
	4.617 

	 性别 
	0.706* 
	2.568 
	2.026 
	0.723** 
	2.738 
	2.061 
	　
	　
	　

	教育程度 
	0.122 
	0.499 
	1.130 
	0.129 
	0.582 
	1.137 
	　
	　
	　

	资金支持特征

	 家庭年收入 
	1.118*** 
	14.529 
	3.059 
	1.092*** 
	15.232 
	2.980 
	1.155*** 
	18.833 
	3.174 

	 家庭人口 
	-0.549*** 
	7.454 
	0.578 
	-0.534*** 
	7.441 
	0.586 
	-0.553*** 
	8.109 
	0.575 

	 有无自住房 
	1.874*** 
	10.172 
	6.511 
	1.851*** 
	10.014 
	6.367 
	1.698*** 
	8.844 
	5.461 

	创新环境支持特征

	 政府政策作用 
	0.000426 
	2.3436 
	1.000 
	0.100 
	0.290 
	1.100 
	　
	　
	　

	 当地企业作用 
	-0.059 
	0.045 
	0.943 
	
	
	
	
	
	

	截距
	-2.321 
	3.928 
	0.098 
	-2.503* 
	6.298 
	0.082 
	-1.433** 
	4.047 
	0.239 

	H&L检验显著性
	0.045
	0.019
	0.092

	 预测准确值  
	0.797 
	0.805 
	0.788 

	 - 2对数似然值 
	220.809 
	220.918 
	223.813 

	 卡方检验值 
	98.173 
	98.063 
	95.169 


注：H&L检验为Hosmer and Lemeshow 简称。显著性***，**，*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1. 从农民创新者个体人力资源特征变量来看。 (1)农民的打工经历与其创新实践呈现正相关 ,具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更倾向于进行创新实践。问卷显示64%的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认为其从打工经历中获得了人脉、信息及经验。（2）年龄与其创新实践呈现负相关 ,也就是说在年满16周岁的被调人群中，年龄越小越有可能进行创新活动。这与年轻一代农民对新生事物理解能力更强及创新风险承担能力强有关，也说明年轻一代农民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渴望更强烈。（3）教育程度与创新实践活动没有显著相关性，原因有二。一是74%受访者平均完成的是高中及以下教育（见表1），这一层次教育还处于基础教育阶段，处于这一层次教育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式教育获得有关创新的专业领域知识。二是现有农民创新实践更多源于对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经典创新中的知识积累。（4）在step1和step3模型中 ,性别变量的系数在5%及10%统计检验水平下显著 ,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个结果表明 ,相比于女性农民，男性农民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更有创新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与农村社会男性思维更活跃、在生产领域更多起主导作用有关，同时也与其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更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有关。
2.从资金支持特征来看。（1）由三个模型的结果来看 ,家庭年收入与自有住房两变量的系数在 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 ,而且系数符号均为正。这个结果表明：目前农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加之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较保守，同时，农村金融信用体系薄弱及非正式经济现象的大量存在也使得农民较不易于运用外部融资方式获得创新支持，这种仅靠自身收入来维持创新支出的路径较脆弱，也使得家庭年收入高并且有自有住房的农民更具有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更有可能进行创新实践活动。 (2) 由三个模型的结果来看 ,家庭人口数的系数在 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 ,但系数符号为负。这个结果表明 ,当农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时，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负担重稀释了家庭财力从而阻碍了农民创新活动的展开。
3.从创新环境支持特征来看，一个地方的创新能力强弱、创新成果多寡，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是否积淀了雄厚的创新文化、创新氛围是否浓厚息息相关。（1）政府政策作用在农民创新实践活动中并没有起到显著积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一、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农民对政府政策不熟悉或无路径了解，而传统领域对农民创新不重视也导致基层政府组织对农民创新活动的忽视和缺乏必要关注。二、农民自身对创新积极性不高，主要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需要，没有产权意识，造成农民创新可识别性差，政策落实有难度。（2）当地企业对农民创新实践活动并没有起到显著带动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企业无意识对当地农民创新的引领或干脆不重视。企业是逐利经济体，当政府出台政策振兴农村市场，吸引企业到农村办厂时，企业会适时将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及低端消费者引入自己生产链条中，而这种做法并不能对农民创新起到积极作用。第二、在企业体内，当地农民务工者并不具有技术及创新优势(特别是在传统规模企业中)，所从事的也多为非技术部门工种。同时，企业原有规制也会扼杀农民原有创新潜力。第三、样本地区属东北地区，这是一个市场建设滞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地区，农村市场信息闭塞，信息获得渠道少，农民很难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及兴趣展开的创新活动缺乏市场导向性，很难与企业相对接。
4结论
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包容性创新战略的实施更多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及广度。现有以农民为需求方的农村建设不符合中国包容性发展的实践要求。这里，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吉林省农民创新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如调查中最为典型的本地林下参二茬种植技术、本地可燃生物质颗粒制成技术等。但这种创新活动还处于自发萌动期，表现在：1.农民创新构想大多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这与经典创新中对正规教育科研的依赖有所不同。这种现象表明虽然农民群体教育程度受限，但其创新活动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具有实用性强、可以迅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等特征。但这也决定了农民创新链条短，有赖于外力深入挖掘及系统性整理等特征。2.农民创新实践活动与农民自身收入特征紧密相关。农民创新目前多表现为农民利用现有资源和自身能力对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遇到问题进行的改良创新活动，农村金融信用体系薄弱及非正式经济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农民较不易于运用外部融资方式获得创新支持。由此，自身所能利用资源和要素是农民进行创新活动的基础，也是目前农民拼凑式创新的根本原因。这种依赖于个体家庭资源拼凑式创新的模式在应用与推广过程中将受限于资源瓶颈，具有偶发性，成果较低端。3.农民创新难以识别，缺乏市场认同感，易地推广较难。农民创新所具有的技术含量低，推广不足及技术的地域根植性等特征限制了其创新活动的可识别性；同时，农村地区人数较城市少，居住地较分散，使得农民创新产品较难在农村本地获得充足市场，如再缺乏政策引导支持及企业带动，将更加剧农民创新内部闭路自循环。4.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农民创新积极性的深入挖掘及外力介入对农民创新的整理、引导及支持路径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Andre Nijhof, Olaf Fisscher and Jan Kees Looise. Inclusive innovation: A research project on theinclus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rp. Soc. Responsib. Environ. Mgmt,2002( 9):83–90 .

[2]  Michael Guth. Innovat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coh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a new diamond for a socially inclusive innovation policy in regions[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13,,2005(3):45-51. 

[3]OECD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J], OECD Discussion Report,2013(2)：1-11.

[4] Emund philphs.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中信出版社,2013(9)：196-202.

[5]Anil K. Gupta.Innovations for the poor by the poor[J]. Int.J.Technological Learning,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Nos.1/2,2012（5）：144-151.

[6] Oldham, G. R., & Cummings, A. Employee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t 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1）: 607–634. 

[7] Yuan, 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role of performance and image outcome expectations[J].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2005.
[8] Amabile T M.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 (2) : 357—377.
[9] Susanne G. Scott and Reginald A. Bruce Source.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Vol. 37, 1994(4): 580-607
[10] Amabile T M. Motivating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On doing what you love and what you do [ J ].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 1997, 40 (1) : 39—58.

[11] Paul R. Lawrence and Davis Dyer. Renewing American Industr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作者简介：彭建娟（1972-）,女，吉林省长白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王凯男（1993－）男，河南平顶山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8

